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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西方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图景

———１３—２０ 世纪前半期西方人眼中的中国

赵 凤 玲

　 　 摘　 要：西方中国形象史发展的历程，经历了四个阶段，即梦幻的形象、理想的形象、落后的形象和被“妖魔化”
的形象。 西方中国形象生成过程有其内在理路和原因，与不同时代中国国家的实力和地位有关，也与西方国家不

同时代的实力地位相关，更与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政治诉求和文化心理有关。 塑造国家形象，不能一味地重复

别人的话语，在别人的话语下塑造自己的形象，而应该立足自身的发展，塑造不同于西方的国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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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形象学”兴起之后，西方的

中国形象研究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忻建飞的

《世界的中国观———近两千年世界对中国的认识史

纲》、周宁的《中国形象：西方的学术与传说》等。 西

方的中国形象演变，从历史进程来看，可分为历史形

象研究和当代形象研究，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当下西方塑造的中国形象都可以从历史上西方的中

国形象演变中找出根源，甚至有一脉相承的关联。
研究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把握不同时代西方塑

造中国形象的特点，有助于我们重塑中国形象，扭转

西方对中国形象塑造逻辑的错误认识。

一、梦幻的形象

在 １３ 世纪之前，中国和西方对彼此的了解几乎

为零，中国和欧洲的文献记载很少提及对方。 １３ 世

纪之后，欧洲和中国的关系有了历史性的突破，尤其

是蒙古西征，更是为中欧经济和文化的交流创造了

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契机，“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

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交通在一切接触中断了至少四

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而且不仅仅是恢复而已。 公

元十三和十四世纪之后欧洲对中国的知识，甚至古

代贸易最繁荣的时期都未曾有过的” ［１］１０７－１０８。 从

欧洲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是传教士、商人和一些冒

险家，在短短的两个多世纪，西方出现了许多关于中

国的文本，既有传教士和商人写的史志、游记、书信，
也有一些文人写的小说、诗歌等文学作品。 正是这

些文本，“中国才第一次为欧洲所了解” ［２］ 。
在这一时期，到达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文本主

要是柏朗嘉宾的《蒙古行纪》，书中对中国北部的自

然地理、环境变化以及人民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的

介绍，其“可靠性和明确程度方面在一段相当长的

时间内一直是首屈一指和无可媲美的” ［３］１３。 其他

传教士的文本还有鲁布鲁克的《东行纪》、孟德高维

诺的书信和马黎诺里的《游记》。
旅行者留下的文本主要有两个：一是《马可·

波罗行纪》，它一直被人们认为是第一部向欧洲全

面介绍中国的“奇书”。 在这部书里，马可·波罗记

载了当时元朝 ４０ 多个城市和地区的自然环境与社

会状况，他以几乎狂热的笔墨，构建了一个比当时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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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更为文明、更为繁荣和富庶的中国形象。 可以说，
这部书是欧洲新航路开辟之前欧洲人了解神秘东方

的重要途径。 二是《鄂多立克东行纪 １６８７－１６９２》，
这本书全方位描述了当时中国各地的风土人情， 尤

其是对杭州的记述，称杭州是“天堂之城” “全世界

最大的城市” ［３］７３。
文学家笔下的中国形象，主要体现在《曼德维

尔游记》中，书中记载，中国金银遍地，宫殿富丽堂

皇，社会歌舞升平，欣欣向荣。 它再一次激发了欧洲

人对中国浓厚的兴趣。
以马可·波罗、鄂多立克和曼德维尔为代表的

传教士、商人和文学作家，通过自己的笔触，将一个

地大物博、城市繁华、政治文明、商贸发达、交通便

利、人民富庶的中国形象带入黑暗的中世纪欧洲，诚
如赫德逊在《欧洲与中国》一书中所言：“马可·波

罗一家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就已经为中世纪的

欧洲发现了一个新大陆，这一发现对欧洲人的思想

习惯有着深远的影响。” ［１］１３７这种影响主要是开启

了欧洲人对中国神话般的梦想，对中国理想社会的

追逐，不仅仅是财富方面，还有对中国政治制度、思
想文化等方面的羡慕和学习。

中世纪的欧洲，贫穷、混乱、王权衰弱，和东方的

中国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中世纪末期的欧洲人

渴求一种物质化的异域形象，以帮助其超越当时基

督教文化所面临的困境” ［４］ 。 恰好此时期的传教

士、商人和文学家的文本，给了欧洲人对中国理想化

的形象描述，不管这种形象是神话，还是海市蜃楼似

的充满不可抗拒的诱惑力，都诱使欧洲的冒险家们

对前往遥远的东方寻找财富的王国充满向往，也激

励人文学者大胆挑战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积极追求

现实的幸福和世俗的快乐。

二、理想的形象

１５ 世纪新航路的开辟，满足了欧洲人到达世界

各地的愿望，对于欧洲人来说，最遥远、最富庶的中

国无疑成为他们的集体想象，一批批使节、商人和冒

险家踏着海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寻求他们想象中

的天堂般的生活和令人垂涎的财富。
这一时期从欧洲来华最多的还是传教士，他们

成了西方中国形象构建的主力军，在传教士的笔下，
留下了相当多的关于中国的记载，较有影响的有葡

萄牙多明我会修士加斯帕·达·克路士的《中国

志》、西班牙传教士马丁·德·拉达的《出使福建

记》《记大明的中国事情》、西班牙圣奥斯丁会修士

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以及意大利耶稣会士利

玛窦的《利玛窦中国札记》。 传教士关于中国的报

道，除了他们的传教内容，还对中国作了较为全面的

描述，涉及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宗教、
民族性格等，尤其是《中华大帝国史》和《利玛窦中

国札记》，对当时欧洲掀起的“中国热”无疑具有不

可磨灭的贡献。 传教士和商人笔下的封建制度，确
实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制度，“皇帝高高在上，阁老

德高望重，以议会制形式决策，司法公正、制度健全，
教育制度完善” ［５］ 。 中国是“当今全世界已知管理

最佳的国家” ［６］ 。
关于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在 １８ 世纪前的西方著

作里都是模糊的，甚至是神秘的，到了利玛窦笔下，
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才首次彰显在西方人面前。 在利

玛窦笔下，中国人温文尔雅，“以讲究温文有礼而知

名于世，这是他们最为重视的五大美德之一”，“对
他们来说，办事体谅、尊重和恭敬别人，这构成温文

有礼的基础” ［７］６３。 “中国的道德书籍充满了有关

子女应尊敬父母和长辈的教诲”，“世界上没有别的

民族可以和中国人相比” ［７］２７。
诚如异域文化交流一样，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

家的认识，首先是从能感知到的物质文明开始的，仰
慕先进的、鄙视落后的。 西方对中国的形象认识也

是如此，中世纪的欧洲远远落后于中国，西方人对中

国感触最明显的还是物质，之后才能进入精神层面。
可以说从 １７ 世纪开始，在西方进入启蒙运动之后，
西方对中国的形象的认知也进入另一个层面，即精

神层面，中国精神层面的光辉形象开始引起西方人

文领域的仰慕，西方的中国形象进入理想形象构建

的顶峰，“中国热”在西方社会悄然兴起。 这是 １７
世纪末到 １８ 世纪中期一段最耀眼的时光。

１７ 世纪的欧洲正是启蒙运动不断发展的时期，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和宗教神学的藩篱不断地被

突破，理性和科学逐步确立。 对于欧洲的一些人来

说，遥远东方的中国不仅有他们羡慕的财富和土地，
更有可以利用的文化价值，因此，此一时期来华传教

士的笔下，理想化的中国成为启蒙主义者可资精神

寄托的思想源泉，同时，传教士寻求中国经典和基督

教教义相通的精神旨趣，带动了中国儒家经典被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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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到西方，为欧洲的启蒙运动提供了理想的参照。
传教士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介绍主要文本有柏应理

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白晋的《康熙皇帝》、李明的

《中国近事报道》、基歇尔的《中国图说》和杜赫德的

《中华帝国全志》。
柏应理的《中国哲学家孔子》第一次刊印了孔

子的画像，全面系统介绍了儒家学说。 李明在《中
国近世报道》中更是详细描述了中国的物质文明、
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特别对中国的尊孔、祭祖和儒

家学说大加推崇，认为“中国人连续两千年都保持

了对上帝的膜拜和景仰，简直可以作为基督徒的表

率” ［８］ 。 基歇尔在《中国图说》中更是以专题的形

式介绍了中国的物质、制度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内容，
特点是图文并茂，通俗易懂，使中国形象逐渐传播到

欧洲，引起了普通大众的兴趣。 当然最重要的图书

还是《中华帝国全志》，这本书是有关中国问题的百

科全书。 在作者的笔下， “中国人令人惊奇的温

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 ［９］ 。
当然在 １７—１８ 世纪，欧洲社会对中国文化的介

绍，主要还是得力于哲学家的努力。 长期从事西方

中国形象史研究的学者似乎在这方面达成了共识，
认为欧洲启蒙运动时期西方的哲学界之所以从游历

中国的文本所塑造的中国形象中挖掘欧洲社会所需

要的理想范本，主要是启蒙主义者想用理性的旗帜

来代替宗教神学的权威，为资本主义文化代替宗教

神学文化创造条件。 纵观世界各国，遥远东方的中

国哲学思想就成为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思想，他
们的形而上学之最高理想” ［１０］ 。

在传教士、游历者对中国的各种文本描述中，哲
学家们从各种资料中构建理想的中国想象，如莱布

尼茨的《中国近事》 《论中国哲学》、伏尔泰的《风俗

论》、魁奈的《中国帝国的专制制度》等。 在莱布尼

茨看来，中国的道德哲学要远超欧洲，“中国人完美

谋求社会和平以及人与人相处的秩序”，不同于欧

洲的“人与人相互为狼”，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

邪恶的正确道路，“中国人恪守一定礼制，是通过经

常实践而形成的天性，乐于遵守” ［１１］ 。 为了赞美中

国的德政，他还塑造了康熙皇帝这个“德统天下、内
圣外王”的理想中国君主的形象。 伏尔泰，也是中

国文化的崇拜者，他赞扬中国的文化传统，汲取中国

文化的养分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 他敢于突破中

世纪以来欧洲的基督教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是从

中国开始的；他更是赞扬中国的重史传统，赞扬中国

是开明君主治理的典范，中国的政治体制是理想的

政治模式，“中国人最深刻了解、最精心培育、最致

力完善的东西是道德和法律” ［１２］２４９。 他相信，“人
类智慧不能想出比中国政治还要优良的政治组

织” ［１３］ 。 魁奈也认为中国的君主专制制度是最接

近于理想的社会治理模式，“欧洲应该以中国为榜

样，把研究和宣传构成社会框架的自然法则，当作统

治工作的主要目的” ［１４］ 。
１８ 世纪的欧洲，崇拜中国的热潮达到了顶峰，

从器物到文化和哲学思潮，再到文学艺术，“中国

热”影响了欧洲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成了欧洲人

谈论的话题。 欧洲人对于中国的认识，从“上一个

世纪我们并不太了解中国” ［１２］２５２，到“对中国，甚
至比对欧洲的若干地域还要熟悉” ［１５］ 。 法国作家

格雷姆曾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中华帝国获得人们

的特殊的注意与研究。 首先是传教士从那个遥远的

国度写回丰富多彩的报道，令人心神向往，这样就形

成了一种大众观念。” “然后是哲学家运用这些报

道，从中提取各种有用的资料，批判自身社会的弊

端。 因此，中国一时成为智慧之乡，美德与健康的信

仰之乡，中国的政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府，历史最

为悠久，品德最为清廉，中国的法律、艺术、技艺都可

以成为全世界的榜样。” ［１６］ 尤其是 １７００ 年 １ 月 ７
日为庆祝新世纪的到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身穿中

国服装，坐着一顶中国的八抬大轿现身在凡尔赛宫

举行的盛大舞会上，将欧洲追逐中国风推到了高潮，
之后“中国情调”成为引领欧洲时尚的主流，欧洲人

偏好中国器物，热衷于模仿中国人的生活习俗和艺

术风格，中国风尚在欧洲无处不在。

三、落后的形象

１８ 世纪中期之后，一股批判中国的声音悄然响

起，伴随着“礼仪之争”和马戛尔尼访华，这股贬损

中国的声音愈演愈烈。 尤其中英鸦片战争失败后，
愚昧、落后成为西方话语中的中国形象，这种国家形

象在欧洲占据话语权的时代一直延续。
汉学家艾田普在《中国之欧洲》一书中说：“过

分仰慕中国，就有排斥中国的危险。 就像在一切人

类活动中，人们总要走向极端。” ［１７］２５０原本对中国

无比艳羡的西方人在 １８ 世纪中期却罕见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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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的声音，“从那个世纪的中叶起，尽管在重农主

义者中曾一度又掀起中国热，但是中国癖已处在江

河日下的状态” ［１７］２５２。 可以说从 １８ 世纪中后期开

始，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开始出现逆转。
为何会出现如此转变？ 这是因为，１８ 世纪中后

期，欧洲尤其是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急需大量的工

业产品原料和更广阔的市场，幅员辽阔、物产丰富的

中国成为英国乃至欧洲的首要目标。 １７９２ 年马戛

尔尼使团的访华以失败告终。 自认的头号工业文明

的资本主义强国，在中国栽了跟头，导致马戛尔尼在

回国后整理的报告和发表的日记里，把大清朝描绘

成落后和愚昧的形象。 鸦片战争后，为了维护西方

文明的话语权，“劣等他者”就成为西方描述中国形

象的主要内容。 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下，中国形

象在西方逐渐失去了昔日的光辉。
从 １９ 世纪一直到 ２０ 世纪中期，西方的外交使

节、商人、游历者们不再关注中国文化的优秀成分和

对世界的贡献，而是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以及

中国人的样貌等方面，建构颓败的社会、腐朽的政体

以及没落的道德等中国形象，在他们的一再努力下，
一个腐朽落后的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人面前，西方

国家对中国和中国人充满傲慢的鄙视和偏见。
在西方的中国形象构建中，中国人的身体样貌

是首先被嘲讽的，服饰和外貌成为他们构建中国形

象的主要标志物。 如清朝人留的长辫子，是西方人

重点关注的对象，他们把长辫子称为“猪尾巴”，极
尽鄙视。 西方人还对中国女性的缠足表现出讥讽和

批判，为了达到目的，他们不惜笔墨大肆渲染。
在描述中国人的精神时，“虚伪”“自私”等词语

经常出现在他们的文本中，勤劳智慧等美德则很少

被关注。 经过无数西方人带有偏见的描述，“东亚

病夫”的形象在 １９ 世纪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 对

于中国社会形象的描述，在 １９ 世纪乃至 ２０ 世纪前

半期，破败的城市、贫困的农村成为西方人描述中国

社会的主要内容，如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在《中国觉

醒》一书中描述的，“无论谁来到这个城市（北京），
远看过去光耀万里，宛若天堂，但走到近处一瞧，便
觉败兴，众多不堪入目的景象就会直入眼睑。 不论

是宫殿还是茅舍，都一样肮脏” ［１８］ 。 甚至十里洋场

的上海，在西方人的笔下也是污秽不堪，“所有的街

道十分狭窄和拥挤，大量的人古古怪怪，商店空空如

也” ［１９］ 。 这显然是有所选择和带有偏见的描述。

在 １９ 世纪之前，中国对西方来说是美德和信仰

之乡的化身，但进入 １９ 世纪之后，随着国门洞开，越
来越多的西方传教士和游历者深入中国腹地，他们

选择性地用略带夸张的笔墨把中国落后的一面带给

西方公众。 不论是传教士、游历者，还是商务人员，
在他们描述的文本中，中国人是“虚伪” “自私”的，
社会是丑陋的，在这些西方人的不懈努力下，“劣等

他者”的中国形象呈现在西方世界。

四、被“妖魔化”的形象

吉尔特·霍夫斯塔德说：“人人都从某个文化

居室的窗后观看世界，人人都倾向于视异国人为特

殊，而以本国人的特征为圭臬。” ［２０］ １９ 世纪以来，
西方国家“劣等他者”的中国形象正是西方在优越

感支配下对中国的“妖魔化”描述。 西方国家以西

方为中心，用西方的政治制度、道德信仰、价值观念、
生活礼仪为标准，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其高高在上

的文化心态一旦得到满足，就会更加鄙视和凌驾于

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 而这种心理如果得不到满

足，或者当其他国家在某些方面超越并有可能对其

霸权造成影响时，他们对其他国家的看法就会发生

扭曲，妖魔化、丑化甚至仇视其他国家就成为主流。
文化冲突和融合，只有近距离接触才能对各自

形象的形成产生作用。 从 １９ 世纪开始，随着一批批

中国人出国谋生，不可避免地带去了中国固有的文

化传统和道德观念，这对当地人产生了某种心理压

力，尤其是美国从 １９ 世纪中期开始的多次排华运

动，就是这种恐惧心理的具体表现。
１９ 世纪末到 ２０ 世纪初，移民海外的华人让西

方亲身感受到了心理压力。 首先，具有悠久文化传

统的中国人，即便移民海外，依然恪守母国文化传统

和信仰习俗，不愿意皈依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也就很

难融入西方社会，对当地人来说他们是游离于主流

社会的他者；其次，移民海外的华人勤劳肯干，任劳

任怨，这些和西方完全不同的品德让西方人感受到

了一种竞争压力。 从 １９ 世纪末开始，在西方尤其是

美国，一方面他们大造舆论，把中国和中国人描述为

野蛮、落后的“劣等他者”；另一方面又把西方国家

的社会矛盾，如经济收入差距、失业压力归咎于华人

和他们抢饭碗，进而激起种族仇恨。 这其实就是

“来自西方种族主义思潮中对庞大的外族人口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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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心理上的’排斥、仇视与恐慌” ［２１］ ，在这种思潮

的影响下，美国的一些文学作品更是推波助澜，如美

国作家杰克·伦敦在《空前的入侵》中，把中国描述

为邪恶的入侵者。 “妖魔化中国”是西方近代以来

中国“劣等他者”形象的延续，也是一种有关中国形

象的极端的意识形态化的心理表现。

结　 语

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有不同的形象特征，大体经历了梦幻的形象、理想

的形象、落后的形象和被“妖魔化”的形象四个阶

段。 每一个阶段西方的中国形象既与中国在当时世

界的地位有关，也与西方国家在世界的地位有关。
针对不同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英国汉学家雷

蒙·道森在其《中国变色龙》一书中用“变色龙”来
概括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的历史。
“变色龙”不是指中国的形象在不同时期呈现的不

同特点，而是指西方在不同时期对中国的不同认知。
西方在创造中国形象的同时，也在塑造着自身形象。
通过几个世纪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塑造，我们可以得

出这样的结论：西方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并不是认识

和再现中国的现实，而是要构筑一种西方需要的中

国形象，一种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他者”形象。 基

于这样的认识，对西方国家针对中国的各种丑化、敌
视也就一目了然了，对中国、中国文化任意的诋毁和

“妖魔化”，不过是近代以来西方中国形象的内在延

续，是有选择性的塑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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